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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宪法关联

刘怡达

摘 要 为了回应执政党提出的政治命题，修宪者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在国家根

本制度条款中，这使得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了更加丰富的宪法意涵。在国家根本

制度条款的规范结构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形式呈

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的具体样态，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共产

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空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可以纳入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制

度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并写入条文，在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之包

容性的同时，也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恪守的政治原则。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禁止性规定亦可用于规制破坏党

的领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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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完

善和发展。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于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关键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的领导与

社会主义的关系予以明确，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P20）。此般政治

论断为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所确认，成为党内根本法规的重要内容。而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2018年3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第1

条第2款，即国家根本制度条款。于是，政治论断上升为宪法命题。其实在此次修宪之前，《宪法》文本中

已有关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规定，主要是序言第七自然段载明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党领

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但这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规范表达。彭真在主持起草现行《宪法》时亦多次

指出：“序言写党的领导，不是主张问题，而是历史事实。”［2］（P106）于此层面而言，现行《宪法》第1条第2

款的规定，使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再停留在事实层面，而是具有了更加直接和丰富的规范意

涵。为此，本文聚焦于我国《宪法》文本，特别是以国家根本制度条款为中心，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关联进行探究。

一、作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新中国五部根本法中，《共同纲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规定间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

四宪法”则是在序言中规定党的领导，“七五宪法”首次将党的领导写入条文，“七八宪法”延续了这一做

法。1982年12月颁行的“八二宪法”同样只在序言中对党的领导作出明确规定，直至2018年3月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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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才再次进入《宪法》条文。但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不同的是，现行《宪法》条文中的党的

领导，仅存在于总纲的国家根本制度条款中，且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形式呈现。那

么，在当前的宪制结构中认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关联，首先要对作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党的领

导进行解释。既需阐释《宪法》中党的领导的规范意涵，也应明晰何为最本质的特征，以及为何是最本质

的特征。可以说对“最本质的特征”一语的解释结论，决定了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的规范意涵，也是理解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宪制背景。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概念诠释

概念之于法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借助于概念，法律才能够表达出相应的规范意涵，进而调整

特定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宪法》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作出规定时，使用了两个格外重要的宪法概念，分

别是中国共产党和领导。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宪法词义，是认识《宪法》中党的领导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何为《宪法》中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党的组织和党员遍及各个领域，因此该问题看似简单，实

则不然。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广泛存在于一些具体对象中，所以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才显得颇为困难。

在现行《宪法》文本中，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共产党”和“政党”这两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出现，这与“七五宪

法”和“七八宪法”有所不同，因为这两部《宪法》有几处规定将中国共产党具体化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可以说，“八二宪法”的制定者并不希望在《宪法》中将中国共产

党具体化，这既表现为删去了前两部《宪法》对中国共产党具体化的规定，还体现为“八二宪法”倾向于在

序言中规定党的领导。换言之，现行《宪法》在规定党的领导时，更强调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之整体

性。于是，我们有必要另辟蹊径来理解《宪法》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是将党的领导置于现实的、特定的语

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明晰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指向。比如《宪法》序言规定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而在当

下的语境中，这种领导表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3］（P136）。二是

《宪法》规定的中国共产党有待在立法中具体化。党领导的对象和事项极为广泛，与之相应，作为领导者

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也有所差异，以至于《宪法》不能也无力将领导主体逐一具体化。此时交由具体

立法来做更加合适，例如，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中国共产党被具体化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

组织”。

第二，何为《宪法》中的领导。“领导”一词在现行《宪法》文本中共出现过29次，总体上是在以下五个

层面使用：一是特定主体领导特定对象完成某项事业，比如序言第四自然段载明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

革命”；二是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例如第 1条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领

导”；三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领导关系，主要是第3条第4款规定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四是上下级

国家机关之间的领导关系，譬如第137条规定了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领导关系；五是国家机关对国家事

务的领导，比如第89条在列举国务院的职权时，有多处对领导和管理某些工作、事业或事务的规定。诚

如有学者指出的那般，“领导”一词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分布极其广泛，执政、管理、统率、指挥、协调等皆

可纳入领导的范围［4］（P23）。《宪法》党的领导条款中的领导，与“领导”一词的上述涵义既有共通之处，亦

不乏相当的差异。

中国共产党在现实生活中的领导行为和领导方式具有多样性，但法律概念通常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和概括性，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无法对具有多样性的事物进行完全列举，作为根本法的《宪法》更

是如此。这样一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便在所难免，因其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优势，从而能够适

应复杂的社会生活。“领导”一词即属于《宪法》使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其既可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

法”中表达高度一元化的领导，亦可用以表达“八二宪法”制定时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2018年修宪时的

全面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领导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使《宪法》中的党的领导具有了与时俱

进的品质。通常而言，立法和释宪是阐明不确定法律概念内涵的主要方式，因此，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党的领导作出解释，但更多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具体立法中对特定语境中领导的含义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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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例如《高等教育法》第39条对国家举办的高校中基层党委的领导职责作出了列举式的规定。

（二）“最本质特征”的规范意涵

法律条文由具体的字句构成，想要理解法律条文的内涵，应先知晓相应字句的文义，可以说“文义是

所有解释的首要的出发点”［5］（P315）。为此，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宪法》用

语进行文义解释。应予注意的是，该规定起初是政治语句而非法律用语，在被写入《宪法》文本之前，便

已频现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及其领导人的讲话中。如此一来，政治语境中最本质特征的含义，也会

影响《宪法》中“最本质的特征”一语的意涵。加之《宪法》修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全国人大

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以党中央的修宪建议为基础的，《宪法》文本承载着执政党的政治意志。于是，对

该语句的解释不能局限于文义，还应揭示其在政治语境中产生时的模样，以便准确理解《宪法》条文的规

范意涵。

在文义解释层面，“最本质的特征”一语由最、本质和特征三个字词构成。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和

《辞海》的释义，“最”字有“在同类事物中居首位”的义项［6］（P1753），“本质”一词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

的，决定其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6］（P63），而“特征”一词则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明

显的象征与标志”［7］（P2231）。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的特征（象征与标志），这些是

用来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包括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等）。而在此类特征当中，有

一些特征属于本质特征，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更进一步的，在诸多本质特征

中，有一种特征是居于首位的，这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此般文义解释的结论与该语句在

政治语境中的形态也是相契合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8］（P6）

（三）规定最本质特征的双重考量

在明晰最本质的特征到底是什么之后，还需要回答为什么是最本质的特征。该问题可分解为两个

方面：一方面，为什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另一方面，为什么要以最本质特征的

形式来规定党的领导。概言之，前者主要缘于修宪者的政治决断，后者则是为了遵循“八二宪法”的

先例。

其一，《宪法》及政治文件中“最本质的特征”一语，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有相当多的特征，而

且不乏具有本质属性的特征。如众所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可谓是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

探索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形成了不少阶段性认识。其中，既有社会主义

整体的本质，如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提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P373），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属性［10］（P9）；亦有社会主义某一方面的本质，如人民当家作主被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

质要求［11］（P12）。由此观之，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历史性且不断发展的概念。那么

在诸多特征当中，为何只有党的领导才是最本质的特征呢？

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阐释。比如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既有经济方面的特征，即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亦不乏政治方面的特征，即中国共产党领导。考虑到前者的实现离不开后者，为此需要突出政治方

面的本质特征［12］（P5）。还有观点认为，这进一步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针对的是各自所处

时代的不同问题［13］（P7）。诚然，这些观点皆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除此之外，把党的领导规定

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还具有明显的意志性和决断性，即修宪者基于其价值判断等意志性因素，在

社会主义的诸多本质特征中进行自主选择，最终决定将党的领导作为最本质的特征。当然，修宪者的选

择绝非随意为之，因为既然是在众多特征中择取最本质的特征，那么不仅要求该特征具有独特性和稳定

性，而且要求该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是至为关键的。在独特性和稳定性方面，解放生产力、社

会和谐和市场经济等虽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但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独有。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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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阶段，且比所有制和分配制等特征更具稳定性。在重

要性方面，邓小平曾有直截了当的论述：“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

事业的瓦解和覆灭。”［14］（P170-171）可以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既是各项事业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也

是现代化建设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保障。

其二，如何将党的领导写入条文，有非常多可供选择的方式。例如，可以直接写明国家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是像“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第2条那般，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

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既然对党的领导有更直接的表达方式，那么，以最本质特征的形式来规定党

的领导又是为何？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八二宪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即彭真所说的“不是写主张，而

是写事实”［2］（P114）。其实，在“八二宪法”草案的第五次讨论稿中，曾有“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事

业的核心力量”之类的主张式规定［15］（P7），但最终还是采用了陈述事实的规定方式。而在2018年修宪

时，坚持党的领导已然是一种高度共识，因此，如若对党的领导采用主张式的规定方式，自然不会有反对

意见，但修宪者依旧遵循“八二宪法”制定时的先例，以陈述事实的方式来规定党的领导。当然，《宪法》

第1条第2款第二句话属于一种“表见理论语句”［5］（P56-57），因此并非简单地描述事实，而是要调整主体

的行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应当在党的领导下推进。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表现形态

修宪者在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条文时，语句安放位置的选择也颇具深意。具体来说，《宪法》第

1条第2款第一句话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修宪时在这后面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于是，无论是基于党的领导的规范结构，还是新增语句的安放位置，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般，需要

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结合起来加以研究［16］（P24）。换言之，既然党的领导被当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且被置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款中，那么想要理解党的

领导的内涵，自然需要界定社会主义的含义，继而梳理《宪法》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规定。

（一）社会主义在《宪法》中的具体指向

早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社会主义”一词就已存在，只不过仅有两处，分别是第28条

规定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第29条规定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因为当时的社

会性质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尚未达致社会主义社会。而在“五四宪法”中，“社会主义”一词增加至 15

处，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等规定。这是由于该部《宪

法》制定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宪法》实际上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范表达，保证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实施是其主要功能。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社会主义”一词增加到27处和36处。“八二宪

法”中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增加至41处，且在经过五次修正后，现行《宪法》文本中的“社会主义”已多达

50处。从《共同纲领》到现行《宪法》，“社会主义”一词不断增加，原因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日渐增多，此类因素会被相继纳入《宪法》中。

笔者通过梳理现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一词，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发现：首先，“社会主义”一词

集中在序言和总纲中，其中序言有23处，总纲有26处①。其次，社会主义指向的事项非常多，大致可归纳

为六类：一是历史层面的社会主义，如序言第六自然段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国

家性质和根本制度方面的社会主义，如第1条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国家目标方面的社

会主义，如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是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如第6条规定的社会

①另外还有1处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即《宪法》第42条在规定公民的劳动权利和义务时，载明“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

··3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主义公有制；五是民主法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如序言第七自然段中的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六是文化教育

方面的社会主义，如第24条规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再次，“社会主义”一词主要在三个维度上使用，

分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7］（P121-122），其中后两个维度是1993年修宪

时新增的。这是因为加上初级阶段及中国特色的修饰语，可以突破对社会主义的固有僵化认识，以便让

更多有益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

值得注意的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第1条第2款，

不仅使党的领导进入条文，也是首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在条文中。从该款的规范结构来看，首先

是将社会主义制度确认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继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规定，并将党的领导作为其最

本质的特征。此般结构安排的功能有二：其一，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形态，以此增强国

家根本制度的包容性。虽然前几次修宪曾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写入序言，但均未与国家根本制度产生直接关联①。此次在

国家根本制度条款中载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阐释，即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之

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使得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等长期被视为非社会主义

的因素，得以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合宪地存在。其二，把党的领导作为最本质特征，划定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边界。在社会主义之前加上中国特色的前缀，固然可以使社会主义

制度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继而将各类积极因素纳入进来，促使国家根本制度日益完善。但这种制度包容

性并非漫无边际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以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

中，党的领导是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

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8］（P109）

（二）《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规定

现行《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规定主要有两处，分别是序言第七自然段和总

纲第1条。其中，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的是国家根本任务，要求中国各族人民继续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及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

一起。《宪法》第1条则是对国体和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从工人阶级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和最本质的特征

等三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党的领导的规范意涵，使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产

生关联。这两处规定分别指向国家根本任务和国家根本制度，而《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

很大程度上缘于其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可以说把党的领导规定于此，意在强调中国共

产党之于《宪法》及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概言之，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宪法规定，在内容上表现为

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兼具，形式上则是具体列举与概括表达的方式皆有运用。

其一，从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出规定。在制宪之前，中

国共产党便领导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部分记录了这些事

实。例如，序言第七自然段第一句载明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除了以陈述事实的方

式进行规定外，《宪法》文本中亦不乏价值判断层面的规定，特别是序言第七自然段第四句规定“中国人

民将继续在党领导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看似事实与价值在这句话中被杂糅在一起，但二

者绝非彼此独立的文本表达，而是有着颇为紧密的逻辑关联，即制宪者和修宪者进行的价值判断，建立

在事实陈述的基础之上，事实陈述的内容在客观上构成价值判断的依据。可以说，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

①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说通过前几次修宪，分别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载入《宪法》，那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在国家根本制度条款，则是《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明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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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判断层面的关系，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由此，《宪法》规定“中国人民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

会主义”成为一种以事实为根据的接受。

其二，运用具体列举和概括表达两种方式，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出规定。其实在2018年

修宪之前，我国《宪法》文本中已有不少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主要是在历史叙事、国家根本任务、指导思

想、统一战线和政党制度等内容中［19］（P22-25）。不难发现，此类规定指向的是特定事项和具体制度，这

使得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宪法关联处在相对零散的状态。于此层面而言，将党的领导写入国家根本

制度条款，无疑是把二者的关系从具体列举上升为概括表达，这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关

联程度。因为《宪法》第1条是对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原则性规定，总纲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性规定的延伸”［20］（P8）。如此一来，原则性规定中的党的领导，可以延伸

到总纲规定的其他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国家根本制度条款中规定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党

的领导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相当宽泛的包容性，所以党的领导不再局

限于具体列举的特定事项，而是被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各项具体制度中①，这也契合了党领导一切的政

治宣言。

三、“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禁止性规定

在国家根本制度条款的规范结构中，第一句话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为我国的根本制度，第二句话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第三句话规定禁止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如此

一来，破坏党的领导便属于破坏国家根本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因而也是为《宪法》所禁止的。

（一）“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禁止性规定

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制度就已经确立，现行《宪法》序言第六自然段记录了这一历史。

如果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制定的“五四宪法”，主要任务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作为社会主义

制度确立后制定的《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主要任务则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例如，“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皆规定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彭真在“八二宪法”草案报告中也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国家政权的任务，主要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20］

（P7）这在现行《宪法》中有两处体现：一是根据序言第八自然段的规定，“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

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宪法》要求中国人民必须对其进行斗争；二是第1条第2

款中“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禁止性规定，即“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考虑到这两

处规定是在整体上禁止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广泛的包容性，涵盖各个领域的具体制

度形态，所以破坏其中的一些具体制度也会被《宪法》所禁止，比如第4条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第12条禁

止破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以及第15条禁止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等。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处“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禁止性规定，与阶级斗争及专政职能有着颇具深意

的联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发展生产力，“八二宪法”亦是在此

背景下制定的。不过，此次全会并未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21］（P5），相应的，“八二宪法”也在序言第八自

然段保留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即上述第一处“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禁止性规定。不过，“八二宪法”对阶

级斗争的规定还是有异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因为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阶级斗争的

对象是潜在的资产阶级，而“八二宪法”序言第八自然段首先表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所以斗

争的对象是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既然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那

① 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制度通常规定在法律中，2019年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提出：“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要明

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并认为此举是在“贯彻落实宪法规定”。这其实是基于《宪法》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概括表达，在

法律中具体列举二者的关系。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10月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增加了“选举工作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这便是二者关系在社会主义选举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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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国家的专政职能自然必须保留，于是有了第1条第1款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条款，同时，紧随其后的是

第二处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禁止性规定。据此，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不再属于

人民，而是专政的对象。

（二）“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禁止性规定

既然党的领导内嵌于社会主义制度中，《宪法》又禁止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破坏党的领导自然也

在《宪法》上被禁止。在现有的讨论中，也有不少学者秉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把党的领导写到第1条第2

款，表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负有不得破坏党的领导的消极义务，以及必须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义务［12］

（P9）。其实，将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行为定性为违宪，并非2018年修宪后才出现的新命题。在此之

前，便有观点认为，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八二宪法”意味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再是

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严重的违宪问题［22］（P16）。此次修宪把党的领导规定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

是使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联更紧密，《宪法》禁止破坏党的领导因此表现得更直接和明确。

但在现行《宪法》文本中，并未明确规定破坏党的领导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因此，惩治破坏党的

领导的行为仍需适用具体法律的规定。例如，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条和第13条的规定，保卫社会主

义制度是我国《刑法》的任务之一，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则被类型化为《刑法》上的不法行为。为此，《刑法》

第105条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分别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的构成要件。如此一来，如果破坏党的领导的行为符合《刑法》上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就可以据此定

罪处刑。除《刑法》的上述规定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还在《邮政法》《网络安全法》以及《反间谍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被禁止，这使得惩治破坏党的领导的行为有了更充分的法律根据。

四、结 语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相连，党的十九大从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的高度，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为了回应此种政治意志，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对《宪法》作出重大修改，将上述政治命题在《宪法》文本中予以表达。在此过程中，政治决断

上升为《宪法》规定，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具有了更加直接和丰富的规范意涵。与此同时，修宪

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规定在国家根本制度条款，这其实是在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志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

展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内容。整体而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下中国的具体样态，这使得党的领导内嵌于社会主义这一国家根本

制度当中，党的领导由此成为国家根本制度的最本质特征。于是，国家根本制度条款对党的领导与社会

主义关系作出的设计，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功能：其一，相较于序言在某些特定制度中规定二者的

关系，国家根本制度条款无疑是对二者关系的概括表达，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中

的作用空间，党的领导因此可纳入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中。其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一并

写入《宪法》条文，在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之包容性的同时，也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恪守的政

治原则。其三，以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来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使得党的领导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核

心要素，《宪法》禁止破坏党的领导也表现得更加直接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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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stitution

Liu Yida（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olitical decision,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stipulat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 Constitution, which in this process has enriched th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the socialism".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ism at the initial stage.

This system design greatly expands the role of the CPC in socialist system space. The inclus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 clause of the basic system not only en‐

hances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but also defines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that must be observed

in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core ele‐

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rohibitive stipulation of destroy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can also be ap‐

plied to the behavior of destroying th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Key word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system of so‐

cialism；Constitution；clause of the basic system；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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